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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数字贸易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兴起，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已然成为常态。但为防范金融数据受损，

出于保护一国数据主权的考虑，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应用呈现出增长趋势，同时由于其适用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了金融数据本身的流动，在国际金融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本文从金融数据本地化的规制

功能以及价值争议入手，理清其基本概况的前提下分析当今国内外规制状况，在此基础上我国应进一步

推进金融数据本地化法律体系的构建，同时尝试在保护数据主权和国家监管前提下一定程度放宽金融数

据本地化的限制，最终在总体框架上继续坚持推动金融开放，加强金融行业方面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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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trade and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ross-
border flow of financial data has become a norm. However, to prevent damage to financial data and 
protect a country’s data sovereignty, financial 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on the rise. 
While such measures aim to safeguard data, they also restrict the flow of financial data to a certain 
extent, leading to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and value disputes surrounding financial data localization,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then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landscape both domestical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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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ly. On this basis, it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further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leg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data loc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explore ways to relax 
certain restrictions on financial data localiz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protecting data sovereignty 
and ensuring national regulatory oversight. Ultimately, the article advocates for continued promo-
tion of financial openness and enhanc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inancial sector under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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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融行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推动全球贸易模式向数字贸易方向迈进

的今天，作为对外开放中的议题之一，金融开放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一是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与金融信

息的交汇流动依靠着金融开放作为渠道，二是金融开放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1]自
我国加入 WTO 以来，金融服务开放便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放松金融领域管制、放宽

市场准入，改善外国金融服务供应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采取 QFII/RQFII、QDII、“深港通”、“沪

港通”、“债券通”、“理财通”以及 2024 年 5 月 15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正式上线的“互换通”

等资本市场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金融部门的开放程度稳步提升。而在目前已经正式生效的若干大型区域

贸易协定中，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DEPA)，以及《美墨加协定》(USMCA)等，金融开放、金融贸易服务的流通均为

各成员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关注的重要方面。 
近几年来，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推动全球贸易模式向数字贸易方向迈进，金融行业也随之进

入崭新的发展阶段，金融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速度、流动体量增长，其作为金融行业生产要素的性

质日益明显。但是从价值衡量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广泛应用在推动

其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数据在境外被窃取、篡改、滥用、非法分析、非法汇合的风险，因此

各国采取多种限制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措施用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数据被非法获取、金融消费者隐

私泄露、金融机构商业秘密被窃取等风险，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即为金融数据本地化。 
数据本地化是国际各国用于遏制跨境数据流动的常见方法之一，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的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自 1961 年最早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实施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增长，各国关于不同领域数

据本地化的要求即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曲线图可以看出，通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等因素的发展

是数据本地化需求增加的驱动力(见图 1) [2]。目前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在不同国家的适用呈现出显著的

差异，如印度 2015 年的《保险维护条例》要求保险公司在印度境内存储和维护数据，印度储备银行在

2018 年出台的《支付系统数据存储条例》要求特定的组织在其境内存储和维护支付数据，本地化的要求

限于支付数据[3]。日本政府于 2019 年 4 月在“网络安全战略总部”(Cybersecurity Strategic Headquarters)
发布的针对金融等十四个关键基础设施行业安全性的《建立安全原则指导意见(Guideline for Establishing 
Safety Principles)》中，明确要求日本企业“将数据存储在日本法律管辖下的服务器”等“必要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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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此举是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将关键行业的数据存储于日本法律可管辖之地，便于其在发生网

络攻击时快速调查和证据提取，也方便日本政府未来推动更严格的数据安全措施，其数据本地化则限于

整个金融行业。我国早期对于金融数据本地化的规定较为分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
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一

条、三十六条从法律层面总体性规定了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用以解决我国跨境数据流动中重要数据泄

露、金融监管不便展开、对外贸易中数据主权受到侵害等问题。 
 

 
Figure 1. 1960~2015: Global data localization growth trend 
图 1. 1960~2015 年间：全球数据本地化增长趋势 

 
随着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大数据广泛运用推动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增加，目前金融数据本地化

措施的适用趋势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其认为金融数据本地化的实施在一定

程度上会限制跨境服务提供者自由提供服务的可能性；二则是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金融数据本地化措

施的支持者，其在国家数据安全保护的立法进程中一向秉承着严格的金融数据本地化的措施。第三类则

是介于二者之间，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并没有明确表示指出或者反对数据本地化，东盟

2019 年 1 月 2 日通过的《电子商务协定》中包含了东盟为解决数据本地化问题而进行的最直接的尝试。

第 7(4)条作为一项“努力条款”，规定东盟成员国同意在“确保信息安全和保密的适当保障措施”和其他

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前提下，努力“消除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跨境流动的障碍”[4]。 
不可否认的是实现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国际法主体推动合作的目标之一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

理想状态，但是此理想状态的实现过程中存在金融数据被盗取，金融消费者隐私泄露等方面的问题，金

融数据本地化作为规制手段之一受到国际层面的关注与讨论。从国内、国际视角综合来看，我国目前针

对金融数据本地化的规制仍然存在不足，包括我国现有金融数据本地化法律规制体系逻辑不足，金融数

据本地化国内监管机构尚未明确，金融机构数据合规成本增加等问题。2022 年 1 月 1 日，RCEP 在中国

正式生效。2021 年 9 月 16 日，中国向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提交了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同

年 11 月 1 日，中方向 DEPA 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DEPA，我国对于区域贸易协定呈现出积极

的态势，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与区域贸易协定的衔接问题，我国目前金融

数据本地化监管措施是否能够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规定相协调，如何协调，怎样在区域贸易协定生效和

我国跨境金融数据本地化监管中达到一个平衡点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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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数据本地化的规制功能以及价值争议 

2.1. 金融数据本地化概述 

研究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的首要前提需要明确研究主体“金融数据”的定义与范围。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于 2020 年 9 月发布的《金融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分级指南》中第 3.10 条的定义：“金融数据是指金

融业机构开展金融业务、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日常经营管理所需或产生的各类数据”。首先，从金融数据

的产生来看，其依托于金融机构这一产生主体。金融机构自古存在，在我国古代出现的当铺就属于金融

机构的一种，其经营动产抵押放贷的业务。而现代商业的繁荣发展带动金融机构出现了专业化、综合化、

科技化的发展趋势。从专业化角度来看，当前金融机构与市场中的其他机构严格区分开来，一般来讲金

融机构需要持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牌照，才可获许经营金融业务。从综合化角度来看，目前

金融机构不再仅局限于特定一类金融业务，在此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出现，其旗下涉及多个金融

机构和多类金融业务。从科技化的趋势来看，金融行业的信息化数据化程度较为明显，金融数据的生产

要素地位在金融行业的运行过程中日益显著。《金融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分级指南》中对金融机构的界

定采取了列举式的定义方法并且对其范围进行限缩，其规定为“对金融数据分级履行义务的金融机构包

括从事货币金融行业、保险业以及资本市场服务等的相关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布金融行业标

准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管理工作的通知》(银发(2020)45 号)中《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采取

概括式界定的方法明确金融机构的范围，其第 3.1 条明确规定“本标准中的金融业机构是指由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的持牌金融机构，以及涉及个人金融信息处理的相关机构”。 
其次，从金融数据的范围来看，《金融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分级指南》中将金融数据依照数据来源

与其在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分为两类，即“所需”与“产生”。在金融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

一的背景下，金融数据组织、计算、增值分析后的衍生数据、衍生经济价值也是立法保护的对象。 
如前文所述，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大数据广泛运用促进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适用呈现出增长趋

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影响了现代生活医疗保健、日常饮食、金融交易等等多方面，但是这些新兴

技术的发展依赖于数据的提供，数据分析所产生的衍生价值日益增高。因此世界各国也越来越主张其对

于本国公民数据所享有的控制，数据本地化显而易见是一国提高数据独立性、维护数据主权的有利手段。

数据本地化可以被理解为一项强制性的法律或行政要求，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特定的管辖范围内以独占

或非独占的方式存储或处理数据[3]。数据本地化通常意味着在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对数据的物理存储提出

某种形式的要求，从而限制了此类数据的跨境流动。因此这种本地化也被称为阻碍数据跨境流动的障碍，

其更多地从义务的角度出发对特定地点的数据流动提出要求。根据对跨境数据流限制强度的不同，数据

本地化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即严格限制的数据本地化和有条件限制的数据本地化。在严格的数据本地

化方面，其规制范围包括数据本地存储和数据处理要求，以至对任何形式的跨境数据流的完全限制，而

有条件的数据本地化的规制范围，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跨境传输数据。因此，严格限制

的数据本地化和有条件限制的数据本地化的重点是通过强制要求数据保留在本地，以对数据跨境移动进

行法律限制[3]。 
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通常包含三类：第一类是有条件的金融数据跨境传输，即一国要求金融机构在

本地获取的金融数据跨境转移至境外前，必须满足其规定的某些限制条件以实现对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

规制。第二类是金融数据本地存储措施，即一国在本国境内对数据的物理存储和分析处理提出某种形式

的要求，通常该措施包括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监管部门强制要求数据服务运营者将其在境内运营过程中

产生和收集的数据存储在境内的服务器上；二是要求数据服务运营者将其运营过程中生产和取得的数据

以打包的形式传输到监管部门指定的位于其管辖范围内的服务器上。通常在此措施之下，一国允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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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跨境流动，但是金融数据的副本需留存于一国境内。第三类即为禁止数据传输的措施，即一国要

求金融机构在本国领域范围内处理其境内收集到的金融数据并且禁止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该措施的实

施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遏制了一国的金融开放与对外贸易的发展[5]。 

2.2. 金融数据本地化的争议以及必要性 

应当认识到，金融数据本地化所面临的最本质的价值对抗在于数据保护主义下国内数字产业、国家

公共利益等与对外开放下多元利益之间的比较与权衡。以经济学视角为切入点分析各国关于金融数据本

地化措施的争议，经济学上的效率主要为帕累托效率，其含义为在不存在其他可行生产资源配置方法的

前提下，使得该经济活动中至少有一个主体的情况相较于初始情况更好，其他所有主体的情况相较于初

始情况没有变差，概括来讲，帕累托效率的关键在于“没有资源的浪费”且“各主体的情况没有变差”，

[6]同样，帕累托效率也是各国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与国际金融市场中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是由于各国在

金融部门发展进程、政府职能部门设置、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相对应的是金融数据本

地化的态度与适用程度存在差异，数据保护主义与促进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自然会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争议。 
根据 2017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金融部门的数据本地化需求在所有部门中达到 12% [7]。由此可

见，即便各国对于金融数据本地化存在争议，但是出于保护本国金融消费者隐私，维护本国金融市场安

全的考虑，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依然是各国进行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选择。在理清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

的概念、内容以及其争议的逻辑前提下，可以发现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依然在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金

融消费者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在国家层面，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核心功能在于对跨境自由流动的金融数据进行限制。目

前地缘政治现实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环境、基础设施和准入控制方面的主导地位存在较大的

差异，此类与数据主导地位相关的价值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当今时代某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担忧[3]。
数据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我国《数据安全法》第一条立法目的的阐释中即涉及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数据本地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国家对金融数据的控制与管理，防止外部势力窃取

或者不正当使用金融数据、进行金融间谍活动或者操纵国内金融市场等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此外，

金融数据本地化的使用在促进本国金融行业发展上也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该措施在外国金融服务进

入一国的过程中发挥着类似于“非关税壁垒”的作用，为本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8]。例如金融数据本地化为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增加数据合规的额外要求，该限制必然会增加了外国金

融服务提供者的经营成本。 
其次，在金融监管机构层面，金融监管机构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实施。

从监管行为来看，金融数据本地化为监管机构提供了更为及时和准确的数据访问渠道，从而提高了监管

的效率和有效性。如果金融机构将金融数据存储于本国境内，那么监管机构便可直接调查金融数据的存

储设备，可方便、快捷、不受限制地进行相关调查；如果金融机构的存储设备设置在他国境内，那么金

融监管机构的调查行为则需要依赖于司法协助或者双边、多边协定，这增加执行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的

同时，也提高了金融监管机构的执行难度。 
最后，在金融消费者层面，金融数据本地化提高了一国金融消费者的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的安全性。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人们对数据的挖掘程度逐步加深，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性质愈加明显。

金融数据本地化提高了一国金融消费者的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的安全性。在数据本地化措施的保障下，

消费者金融数据的本地存储降低了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截取、篡改或滥用的风险。此外，因为金融数据

存储本地化使得金融消费者可以直接诉诸于本国法律体系进行维权，这也使得消费者在金融数据受到侵

权时能够更容易寻求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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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述分析，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从制度功能上来讲是通过遏制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来保障本国

的数据安全，因此在国际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往往会受到一些质疑与讨论，以下基于《服务贸易总

协定》(GATS)的框架分析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性质。国际经贸规则中将一国的国内监管措施分为市场

准入与国内规制两个方面，而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定位决定了其在 GATS 体系下的受约束程度，金融

数据本地化中的禁止数据传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该类服务无法提供，则构成此类服务的禁止市场

准入措施[5]。金融数据本地化中的数据本地存储和有条件的数据跨境传输措施则允许金融机构在受到一

些限制的前提下进行数据的跨境流动，则构成此类服务的国内规制手段。 

3. 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的国内外规制现状 

各国基于金融部门发展进程、政府职能部门设置、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金融数据本

地化措施的态度迥异，如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加墨协定》(USMCA)中明确将金融服务部门纳入数据本地

化的禁止范围，其 17.18 条规定了金融机构计算机的位置，即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协定中包括的另一方

使用或定位在该方境内的计算设施，作为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的条件，只要该方的金融监管机构出于监管

和监督目的，能够立即、直接、完整和持续地访问协定中包括的另一方在该方境外使用或定位的计算设

施上处理或存储的信息[9]。我国的《网络安全法》与《数据安全法》则在法律层面总体确定了数据本地

化措施，下文通过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分析我国目前金融数据本地化规制体系。 

3.1. 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国内规制 

从金融数据本地化的态度取向来看，我国对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我国金融数

据本地化国内规制体系的构建根据其实施主体与法律文件的层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制定并通过的法律——《网络安全法》与《数据安全法》，两项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从总体上提出了

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其也成为金融数据本地化的适用依据。《网络安全法》中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涉及到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

重要行业和领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如果行业经营者因业务需要向境外提供数据的，

应当按照我国网信部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数据安全评估。但是《网络安全法》中并未

对“重要数据”等概念做出界定，也未对规定除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

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经营者在数据本地化方面是否承担义务[10]。2021 年出台

的《数据安全法》弥补了相关不足，其规定其他数据处理者在我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的

出境安全管理办法，由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类则是依赖金融行业自治推动金融数据本地化的实施。我国较早的有关金融数据本地化的规定

为 2006 年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

我国境内或境外设置其电子银行系统和数据处理器，但是境外设置是有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需要在满

足我国金融机构现场检查的前提下，在我国境内设置数据存储装置。此规定区分了金融数据的处理行为

和存储行为，并且只对金融数据的存储行为进行限制。随后 2011 年出台的《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

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和 2020 年出台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中数据本地化要

求不仅限于境内个人金融信息的储存，还覆盖了其处理和分析行为。 
在分析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国内规制体系的逻辑前提下，不难发现相关文件的出台机关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国家立法层面，国家立法机关以《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为统领对数据本地化作出的

概括性规定；第二类则是行业自治层面，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对金融数据本地化作出专门规定。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1427


孙杰 
 

 

DOI: 10.12677/ds.2024.1011427 22 争议解决 
 

3.2. 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国外规制 

在过去的 20 年间，已有超过 400 项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达成谈判，国际合作向区域主义

的转变提高了在多边谈判中仍未解决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行性，包括电子商务规则[11]。基于互联网技

术呈现出的指数级增长，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电子商务章节自首次实施以来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早期的电

子商务章节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在线消费者保护、电子认证和电子传输的关税等高层次条款，而最近

的电子商务章节涵盖了更广泛的当代数字贸易障碍，包括源代码的征用、对垃圾邮件的监管、金融数据

跨境流动、以及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等。我国在近几年间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呈现出积极的态势，下面

以 2022 年已生效的 RCEP 为例，分析 RCEP 中金融数据本地化相关规定对我国的影响。 
RCEP 第八章附件一金融附件中对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做出了规定，要求缔约方一方面允许其领土

内的金融服务者为进行日常经营所需的信息转移，包括通过电子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数据转移，另一方

面允许其领土内的金融服务提供者进行日常营运所需的信息处理。在满足前述要求的前提下，RCEP 允许

缔约方的监管机构出于审慎原因或者监管需要要求其境内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遵守有关金融数据管理、存

储，系统维护以及金融数据副本保留方面的法律法规。此规定以满足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所需的金融数据

跨境流动为前提，允许缔约国的监管机关有条件地限制金融数据的流动，金融数据本地化也在允许范围

之内。除 RCEP 外，我国已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递交了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相较于 RCEP，
CPTPP 规制下的金融数据流动性更高，可见我国目前正在积极促进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金融数据本地

化措施的定位与适用需要国外规制情况做出适时调整。 

4. 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制度检视以及完善建议 

4.1. 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规制制度不足 

通过前文对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制度构建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在规制模式的选择、数据具体

流动规则构建、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等方面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关于金融数据本地化的具体规定不完善。从总体上来看，金融行业缺乏法律层面上数据

本地化要求的规定，目前《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仅从“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

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层面做出概括性规定，并未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

殊性。此外，金融部门内部关于数据本地化的文件之间相隔时间较远，可见金融部门内部关于数据本地

化的制度构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的状态，行业自律性文件与法律规定之间的衔接需要完善。此

外，外资金融机构数据传输的监管主体存在混合情况，监管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我国目前外资金融机

构数据跨境传输存在两类监管主体，一是以网信部门为代表的监管主体，根据我国《数据安全法》的规

定，金融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以及主管部门制定的目录下的“重要数据”应当存储在我国境内，

并且只有当通过网信部门的数据安全评估后才能出境。二是以我国的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

等代表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 

4.2. 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制度完善建议 

基于前述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国内制度的现状分析、内在检视，可以发现完善我国现有金融数据本

地化制度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从制度功能上来讲，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价值在于“降低”和“过滤筛

选”一国跨境流动中的金融数据，其所能够实现的价值功能十分明显，一国需要在金融开放与保护本国

金融市场安全，即相对抗的二者之间进行价值比较与取舍。金融数据本地化并不能实现金融开放和保护

本国金融安全的完美平衡，其定位更偏向于二者之间的调节器，一国可结合国际金融市场变化趋势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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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融部门发展情况，从我国金融部门安全的角度评估、调整数据本地化措施的适用强度。 
首先，推动我国金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金融数据本地化法律体系的构建。从前述可见，我国

在此方面的法律规制起步较晚，各项规定散见于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基于我国金融数据本地化规制体系和监管措施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存在两种规制路径的结论[12]。
第一种路径是以《网络安全法》的规定为统领，对于金融部门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我国境内

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要求“本地存储并且经网信部门安全评估”后，可跨境传输。第二

种路径是依照金融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要求金融数据本地化并且原则上禁止金融数据跨

境流动，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才可实现跨境流动。总的来说，金融数据本地化法律体系的构建首先

需要理清我国目前现有两种规制路径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金融部门内部数据本地化规制与《数据

安全法》总体规制的衔接。 
其次，我国可以尝试在保护数据主权和国家监管前提下一定程度放宽金融数据本地化的限制。数据

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是国家网络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对内的数据管辖权和对

外的数据合作治理权两个方面[13]。金融数据本地化的制度价值之一即为维护我国数据主权，从数据主权

的内容来看其属于对内数据管辖权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数据本地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金融开放

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外治理权的比例、放宽金融数据本地化的限制是价值衡量下的选择。 
最后，在总体框架上我国坚持推动金融开放，同时依托 RCEP，“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平台

促进各国在金融行业方面的国际合作。基于数据主权概念的逻辑分析，不难发现加强对外数据合作治理

权是保护我国数据主权、促进金融开放的有效措施。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数据治理体系的建设，加强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数据保护和跨境流动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5. 总结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主权在一国主权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与之相对

应的是数据本地化措施的使用率逐年提高。从金融数据本地化的功能价值和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来看，金融数据本地化的适用具有一定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考虑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推动金

融开放与国际合作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总的来说，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金融数据的跨境流

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在保护数据主权和实施国家监管的前提下，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安全

评估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创新等多方面的措施，逐步探索金融数据本地化的适用途径，实现

金融数据的合理跨境流动，促进金融创新和国际合作以促进金融开放，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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